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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理论反思

陈胜前 , 叶灿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 100872

摘要：细石叶工艺起源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相关发现与研究在迅速增加，但有关的

基础理论问题一直缺乏探讨。本文重新梳理细石叶工艺的基本概念、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立论前提，

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既有研究不可避免地了受到了研究范式的制约，采用传播论的解释

并不足以有效回答技术起源的问题，技术元素的起源与细石叶工艺作为整体的涌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最

后，我们在研究细石叶工艺起源时不能脱离石器技术变化的一般机制。因此，未来的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

应该注意厘清概念、明确问题、反思立论前提、拓展范式，从而更好地了解古人行为与古代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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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细石叶工艺起源是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的热点之一，涉及到石器技术演变、东西方

人群交流、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人类适应方式变迁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相关研

究与发现日新月异，近些年来的发现与研究 [1-4] 尤其丰富，但是其中有关基础理论的探究

则比较罕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古学研究立足的概念基础、考古推理的理论前提 [5]、

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文化范式 [6] 与所选择的研究范式等都会深刻影响到研究的结果。如果

我们不分析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就有可能在研究实践上迷失方向，立论的基础不够扎实，

以及对自身的研究失去反思能力。这里希望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探讨，抛砖引玉，推进有

关细石叶工艺起源的研究。

2 概念问题

2.1 细石叶工艺的定义

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通过预制石核，利用间接打击或压制技术从石核上剥离大小较为

一致的细石叶产品的技术。细石叶一般长度为 20-50mm、宽度 5-10mm、厚度 1-3mm，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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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平行，厚薄均匀。细石叶可以镶嵌到骨角材料所开凿的凹槽中，并用黏合剂加固，制

作成各种复合工具。这样的工具结合了有机材料韧性好与石质材料坚硬锋利两个方面的优

点，轻便、便于维护、适用面广 [7-9]。细石叶工艺通常需要优质细腻的石料，运用这种技

术可以最大程度上利用原料，获得数量最多具有标准化大小与形状的石质刃部。细石叶工

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它对石料品质的要求、生产者力量的控制、生产程序

的把握都有严格的标准，可以说是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迄今为止，能够成功

复制该技术的实验者也是屈指可数（如果排除用黑曜石作为原料的话）[10-12]。

迄今为止，已知的细石叶工艺发现十分广泛，东亚、东北亚、以及北美西北部都有

分布。研究者把这个广大区域的细石核（microcore）形态区分为两种：楔形与船底形 [13]，

楔形细石核更窄，毛坯多为两面器，有研究认为这样的两面器本身也是一种多用途的工

具 [14]，不过使用痕迹分析显示，细石核少有使用痕迹，使用痕迹多见于细石叶上面 [15]。

从两面器毛坯的工艺设计来看，它具有作为多用途工具的潜力。另一类船底形细石核，一

种观点认为它可以从对劈砾石原料中获得 [13]，我们的实验表明这类石核以断块为毛坯更

容易生产，因为断块的台面多，远较天然砾石的光滑表面更容易打片修理；而且断块毛坯

更容易获得。不过，相对于以两面器为毛坯生产细石核，这是一种专门为生产细石叶而

准备的石核。从这些细石核上剥离的具有标准化大小的石片称为细石叶（microblade）。

其实，北非、欧亚大陆西侧也有类似大小的产品，为了区别起见，一般称为 bladelet，
译为细小石叶 [16]。生产这种细小石叶的石核相对而言不那么规范，人们通常是把细小石

叶直接修理成工具，多见琢背修理；或把较大的石叶折断后修理成工具，所以又称为几何

形细石器（microlith），它在欧洲中石器时代与西亚旧石器时代末期几何形克巴兰（Geometric 
Kebaran）中最为典型 [17]。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细石叶与细小石叶两个“传统”的划分是考古学家对既有考古

材料形态归纳的结果，但这种区分也与考古学家所定义的概念、所依赖的知识体系、以及

研究背景密不可分。如果单独拿出细石叶或细小石叶让大家来辨认，实际上是难以区分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参考非洲、欧洲等地的材料研究时，偶尔也会看到细石叶这样的名

称 [18-19]。这也就给我们在定义细石叶工艺时带来不小的困难，即我们目前的定义不是基于

最终产品，而是基于生产过程，尤其是细石核的形态来划分的。生产细小的标准化石刃的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细石叶工艺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在讨论细石叶工艺起源的时候，其

实限定了时空范围，也就是流行于东亚、东北亚、及北美西北部的细石叶工艺的起源，而

不是剥离细小标准化石刃技术的起源。

2.2 概念：工艺（技术）、组合、工业、传统

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涉及到一系列概念的应用。细石叶并不是终端产品，而是中间

产品，它用于加工成其他的工具。制作细石叶的人类群体并不仅仅利用这一类产品，他们

还会使用其他类型的工具，比如骨角竹木等有机工具以及其他石制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

工具组合（assemblage）。比较而言，工艺或技术（technology）指代一种石器打制的方法

与过程，典型的如勒瓦娄哇技术。结合组合与技术两个概念，我们把在某个时代、某个地

区反复出现的一种技术以及与之关联的石器组合称为工业（industry）[20]，比如以勒瓦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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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技术为特征、流行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工业。值得注意的是，勒瓦娄哇技术

也见于非洲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 Age），但是我们并不把非洲这个时期的工业称

为莫斯特。也就是说，技术是工业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石器工业具有时空范

围的限制。旧石器考古中还用到传统（tradition）一词，代表一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业特征，

如阿舍利（工业）传统，它一直影响到莫斯特工业，以至于博尔德还定义一种“阿舍利传

统的莫斯特”[21]。旧石器考古中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严格，基本属于约定俗成，不同学者

在应用时可能会根据需要再进行调整。

细石叶作为一种工艺技术产品，它可能出现在不同工业中，也就是可能出现在不同

时代、不同地区，如印度学者提出南亚的细石叶工艺从距今 4.5 万年起源，一直持续使用

到距今 3 千年前 [22]；辽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发现细石叶与细石核，甚至历史时期还

有在使用的发现 [23-24]。简言之，细石叶工艺本身不构成一种工业，自然也不能说是一种传

统，而是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出现，这也得到全球考古发现的

支持 [25]。它可能与不同类型的石制品一起构成组合，其中可能包括大型的打制石器以及

磨制石器，从而形成某种工业，如辽西新石器时代石器工业 [26]。因此，当我们探讨细石

叶工艺起源的时候，所针对的问题可能是一种石器加工制作技术的起源，也可能是包含细

石叶工艺在内某一工业的起源，甚至可能将其归入某个工业传统之中，探讨的最终是相关

传统的起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用石器概念的背后都暗含着一些理论假设或称前提，

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时都离不开既有的知识体系，它们是我们研究细石叶工艺起源的基础

与背景，需要特别加以澄清。

3 范式与立论前提

3.1 范式

当前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不同观点与研究者所采用的不同范式密切相关。范式提

供研究的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同一范式下的研究共享同样的理论前提，

遵循类似的理论方法路径，在共同话语体系中交流，因此，范式会在一定范围内限制问题

研究的思路。当代考古学最主流的范式有三个：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三者的出现前

后相继，后者对前者多有批评，反映了考古学研究的层次在不断深入与拓展，三个范式同

时合理并存，这不同于库恩所提范式的原初含义 [27-28]。 
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导性范式是文化历史考古，表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就是以石器

的技术 - 类型学为中心。中国旧石器考古源自法国旧石器考古，研究者把典型器物当成类

似古生物学上的“标准化石”，用以指示时代与地区特征。按照这种模式，石器工具类似

有机体，石器工业类似生物类别。博尔德（Bordes）否定了以前特定文化具有特定器物的

观点（cultural-specific tool type），转而强调特定文化具有特定石器组合（cultural-specific 
assemblage），再后来认为是特定文化具有特定的剥片程序（也就是操作链）[29]。按照文

化历史考古范式，文化特征是同一群体内成员所共享与遵循的标准或规范 [5]，不论它是器

物、装饰，还是操作方式，正是基于一定时空范围内共同的文化特征，形成了“考古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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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一文化历史考古的核心概念。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除了某些早期研究 [30]直接采用“文

化”（其实就是考古学文化）的说法外，后来的研究很少直接采用这一概念。 
过程考古学把文化视为人身体之外适应环境的手段，建立了新的概念纲领，其支撑

理论方法包括文化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系统论等，过程考古学是美国考古学的主流

范式，形成了自身的实践体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很有影响。在解释细石叶工艺起源的原

因方面，过程考古学提出另一种思路，它侧重关注细石叶工艺的功能属性、所适应的文化

生态条件，强调细石叶工艺具有若干特殊的优势，适合解决特定时期与环境中的生计问题。

采用这种范式，可以较好地解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石器的细小化现象。但是过程考

古学在解释文化多样性上往往只能求助于环境，而忽视了人类文化的另一重要属性，即它

是历史的累积，更是人对物的意义赋予以及运用物质构建人的世界的过程，这些都属于后

过程考古学范式所强调的方面。

后过程考古学由此更新了文化这一概念纲领，它把文化视为交流的手段，高度强调

社会情境的重要性 —— 它决定文化的意义。不过，目前后过程考古学范式在旧石器考古

领域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尤其是在石器分析上。少见的例外如 Hayden 曾在威望获取上做

过讨论
[31]，Gamble 则注意石器生产在社会网络构建上的作用 [20]。但是，后过程考古通常

需要高精度的遗址发掘材料，仅仅石器技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当前石器分析的重要趋势

是一方面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关注认知因素。后者从操作链研究中衍生出来，

研究打制石器技巧的形成与影响因素，探索人类心智思维的发展。这两个趋势与后过程考

古学的范式有共通之处，也是今后我们研究细石叶工业起源时可以考虑的发展方向。

3.2 立论前提

中国旧石器考古有关细石叶工艺起源的大部分研究是属于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按照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细石叶工艺的起源就是指不同技术 - 类型，也就是楔形与船底形细石

核的起源，并主张其起源应该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具体来说，这些研究立足于三个理论前

提基础之上，这些前提决定了研究的方向与意义。但是，如果这些前提本身存在问题，那

么相关的研究就像是沙上建塔。下文着重梳理这些前提的本质及其影响。

3.2.1 标准论

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石器工业”类似于新石器时代考古中 “考古学文化 ”的概念——
一定时空中的遗存特征组合，进而划分出文化单位。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多样性明显

增加，专业化程度与地域性增强，这使得以上的划分成为可能，如谢飞曾对华北马蹄形

细石叶技术分布带做过进一步的区分 [32]，都具有时空分布意义，已经具备了考古学文化

的含义。理论上说，细石叶工艺与其共存的石器组合是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单位的。

Gilman 曾将这种石器特征的地域性视为社会关系由普惠制转为有限定的互惠 [33]，也就是

基于血缘的社会群体。这样的话，就把石器工业与族群联系起来了。

但是，从考古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用工业或考古学文化来定义一个具有时空意义的

文化单位，基础是考古材料中存在的共性特征。这其中暗含着一个前提，即考古学家假定

这样的共性特征代表一个文化单位，这样的文化单位代表一定的族群。共性特征代表共同

的文化标准 [5]，它们为群体所有成员所认同与遵循，因此，标准论又称为“心灵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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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34-35]，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是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基础，也是它饱受过程考古批

评的地方。把石制品的共同特征假定为可以区分族群的特征，并且认为不同地区石制品某

些特征相似性来自传播或交流，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包括旧石器考古在内长期以来的基

本理论预设。需要指出的是，遗存特征组合与族群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未得到证实的理

论前提。民族志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社会情境中指示族群的物质遗存特征并不相同，

并不存在共同的模式 [36]。

上世纪六十年代，Binford 与 Bordes 就曾针对石器组合的意义展开争论，Bordes 的观

点是不同的文化（族群）会有不同的石器组合，而 Binford 则认为同一文化（族群）因为

生活活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居址组织策略可能会留下不同的石器组合 [37]。不论是用石

器组合、标志性器物、工业、还是操作链，基于共性来构建狩猎采集的文化群体单位是有

问题的 [29]。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把石器技术与族群、甚至是人类种群对应是一个长久的

传统，尽管不断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如石叶技术曾被认为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

人相关，但是研究表明该技术早在 50 万年前就在非洲出现了，而后在不同地区消失又再

次出现 [38]。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也一直把石叶剥离技术、预制石核技术（勒瓦娄哇技术）

视为现代人向亚洲扩散或东西方史前文化交流的标志之一。而相关的反例非常明显，如中

国南方乃至东南亚一直到新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砍砸工具，根本就没有所谓“发达的”技术，

难道这些地方生活的不是现代人？再比如我们都知道最早美洲人来自亚洲，但是其石器技

术跟亚洲迥异 [39]；即便是在美洲，南北美也差异显著。这些证据都表明石器技术与人类

种群或族群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细石叶工艺同样如此 [40-41]，许多例子都表明古人会根

据需要与原料状况发明或采用某些技术 [42-44]。简言之，从石器技术上寻找文化联系或人群

关联存在着理论前提上的重大问题。

3.2.2 操作链论

操作链的概念来自法国的技术人类学，源于莫斯（Mauss）[45]、勒内 - 高尔汉（Leroi-
Gourhan）[46]，它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就是列维 - 施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思想 [47]。

操作链的概念假定社会关系足够密切的群体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会采用类似的动作流程。操

作链的理论基础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即结构本身就像语法一样能够不受功能、逻辑的

约束，持久稳定存在。操作链就是一种稳定的结构。结构的形成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的

重复形成布迪厄（Bourdieu）所谓的“惯习”（habitus）[48]，而惯习一旦形成之后，就会

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约束，不采用同样行为的人可能会被嘲笑、排斥。惯习在这个意义

上具有强化社会团结、增强群体认同的意义，是史前无政府管理社会维系的途径。

当然，操作链的异同还可能取决于技术过程本身，从细石叶工艺来看，加工毛坯，

预制台面，然后采用间接打击的方式生产细石叶，这个技术过程是固定的，是不能选择的。

至于毛坯的形状、大小，如果能够排除原料因素的影响，是允许有变化的；台面的产生方

式同样如此，如一次性打制雪橇形的削片，或是逐步反复修理，都可以产生合用的台面。

Seong 曾经按台面处理方法、剥片方法等区分出 36 种组合 [49]。有选择才有不同的操作链。

按照操作链的思想，选择是受到惯习影响的，制作者学习与遵循既有的程序，进而形成了

一个长期存在的操作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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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说，操作链跟标准论是一样的，都立足于同样的前提，即不同的石器

制作者会自动协同地构建一个固定的程序或标准。不难发现，这里暗含的思想观念是机械

主义的、静态的、目的论式的，个体就像部件，服从社会系统的利益，最终是要实现一个

完整的近乎无意识的结构。有趣的是，更进一步的假设是，这样的结构从属于族群，不同

族群之间具有结构上的差异性。社会中的个体并不只是被动地存在，更关键的是，操作链

的差别并不一定与族群相关，它更可能是地域差异，甚至是原料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不

同族群可能采用同样的操作链，同一族群可能采用不同的操作链。

3.2.3 风格论

迄今为止，不论是史前还是当代社会，我们从物质材料的考察上能够区分的具有

时空意义的差异依赖于一个概念，那就是“风格”。有关风格，前人已有较多的阐述。

Sackett 曾做过非常系统的界定，他确定了两种风格 [50-51]，一种叫做 isochrestic 风格，即

做同一件事的不同途径，与操作链的说法基本相同，类似的还有 Letchman 所谓的技术风

格 [52]—— 一种寓于内而形诸外、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的东西。Sackett 的所说的另一种风

格叫做图像志的（iconological）风格，是完全象征意义上的，不带有功能性的。Sackett
还定义了主动与被动的风格，图像志的风格更像是主动风格，而前一种风格则更接近被动

风格。此外，他还提出本土风格（vernacular style），属于一个地区的最基本的风格元素，

是人们长期无意识应用的。

Wiessner 则把风格区分为标记风格（ensembletic style）与断定风格（assertive 
style）[53]，认为前者代表群体认同，后者与个体有关。的确，能够标记群体边界的风格是

考古学家极想知道的。David 等则注意到社会群体是有不同层次的，个体身份是多重的，

很难准确标定，但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存在一个象征库，它就像一汪泉水，不同的群体与

个体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组织风格元素；或者可以将其理解为“基因库”，在不同条件

下，形成新的组织形态 [54]。象征库理论同时考虑到风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注意到风格

构成的元素单位，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实物材料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在解释风格成因时，基本可以区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功能主义的，如 Gilman 在解

释旧石器时代晚期风格时，提出人口压力、资源变迁等使得人们不得不限制互惠的范围，

互惠圈的缩小导致区域风格的形成 [33]。Wobst 持有类似的观点，把风格视为信息交流的工

具 [55]。另一种则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可以利用风格来强化

社会群体的认同，协调权力关系 [56]；人在长期生活活动中，已经对物进行了意义的渗透，

风格实际是种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拿细石叶工艺来说，我们无疑知道其中存在不同程序上的区分，也就是 isochrestic 风格

上的差异，但是我们目前还很难界定其象征意义上的风格，即古人希望通过运用它以显示与

其他群体的不同。它不像陶器上有纹饰，明显属于象征符号，而是更像陶器的形制与制作技

术。当然，我们也不能肯定它们就不具有象征意义。这些不同的风格理论对我们的细石叶工

艺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精细地把握细石叶工艺的形制特征，更需要精

细地重建其技术过程，建立大范围的比较；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分析其可能存在的

风格元素，探索其深层的风格，从而识别出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群体标记意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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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考古学家似乎总是在古生物学模式与器物文化模式之间徘徊，一方面希望石器

如古生物标本那样具有清晰的指示意义；另一方面，又希望石器像陶器、青铜器那样具有

文化意涵，然而石器并不具有两者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使得石器研究一直没有

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上述三种观点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但都不完善，前两者存在

明显的漏洞，后者又模糊不清。我们有关石器技术与人群的关系均立足其上，由此认为新

技术的出现必定与人群的迁徙或文化的交流相关，将某种技术固定为某个群体才有的特征，

这样的认识常见于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中。

4 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的立论基础

细石叶工艺起源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前辈学者如贾兰坡 [57]、安志敏 [58]、佟柱臣 [59]、

王建 [60] 等均有研究，后来者有盖培与邓聪 [61]、陈淳 [62] 等，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枚不胜举，

与此相关的博士论文就有若干部 [63-66]，笔者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此做过理论探索 [67]。

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 [7,68-69]，最近十多年来，专门的讨论

文集就有两种 [25,70]，从全世界的材料与不同理论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由此获得前所未

有的深度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如下川 [71]、西施 [72]、

柿子滩 [73]、龙王辿 [74]、油房 [75]、西沙河 [76] 等遗址的发掘，把细石叶工艺的年代大大提前。

更精细的发掘方法、更准确的测年技术、以及更丰富的考古发现，大大提高了考古材料的

可信度，这也使得后续研究有了更好的材料基础。

迄今为止，有关细石叶工艺的起源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观点：华北起源说 [57-58,62]、蒙

古起源说 [77]、西伯利亚起源说 [78-79]。实际上，这种按起源地区来区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

掩盖了不同研究者所秉持理论立场，比如同样都是主张华北起源说，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

可能迥异。当然，秉持同样的理论立场，认识也可能不同。简言之，有关观点的立论基础

分为如下三种：

4.1 材料中心论

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理论基础，它完全以考古发现为中心，哪里发现的材料

年代早，哪里就是起源中心，比如早年的华北说就是以下川遗址发现的细石叶年代超过

两万年而提出华北是起源中心的，但是很快出现了对下川遗址的年代乃至考古层位的质

疑 [80]。类似之，西伯利亚地区也有一些测年很早的材料，有的甚至超过了 3 万年前 [81]，

这些材料也受到了质疑 [82]。寒带地区地层受到冻融作用的影响较大，地层容易混合，测

年技术也是问题之一。即使是当前认为可靠的年代，也很难保证将来没有质疑。就像最早

美洲人的研究一样，测年早的材料有许多，但真正得到让人信服的年代要晚得多。这个比

较带来一个启示，即孤立的年代是不可靠的，除非该地区有多个遗址的材料，而且遗址的

年代有可靠的从早到晚的地层序列，来自可靠的测年材料。目前西伯利亚 [83]、蒙古 [84] 的

测年材料大多显示细石叶工艺出现于距今 2.5 万年之后，最繁荣的阶段是在末次盛冰期之

后。单纯从年代来说，最早的年代跟华北地区一致，这并不足以证明是细石叶工艺西伯利

亚或蒙古起源，支持理由主要来自技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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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元素论

第二种观点立足于细石叶工艺的技术构成，认为它结合了本土与来自欧亚大陆西侧

的技术 [67,85]。广而言之，细石叶工艺必然含有石叶技术与细小化两个方面，前者在非洲可

以追溯至 50 万年前 [86]；后者是非洲石器时代晚期（LSA）的基本特征，至少可以早到 4
万年前，甚至可以追溯到 7 万多年前 Pinnacle Point[87]。更细致地说，细石叶工艺的技术构

成可以包括两面器技术、预制台面技术、石叶技术、间接打击技术、复合工具镶嵌技术、

热处理技术、雕刻器打法、棱柱状石核打片技术等。两面器技术最早出现的地方显然不是

在华北地区，同样可以追溯到非洲。类似之，以预制台面见长的勒瓦娄哇技术也不见于华

北，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西部见长；石叶技术更是如此，因此，细石叶工艺必定要起源于

有这些技术的地方。目前，细石叶工艺分布范围内有较多这些技术的地方也就是西伯利亚，

更确切地说，是西伯利亚 - 阿尔泰地区 [2]。这种观点假定细石叶工艺的起源是路径依赖的，

没有某一项技术元素就不会有细石叶工艺的出现；其次是假定技术的起源地必须靠近技术

元素的来源地；最后，石器技术的发明是困难的，必定是逐渐的过程，而不可能突然涌现。

上述三个理论前提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第一点，我们知道细石叶工艺的技术元

素众多，每个元素出现的时间相差甚远，比如说两面器，最早的年代可达距今 1.76 百万

年 [88]，中国的洛南 [89]、乃至于丁村 [90] 都曾发现两面器技术，只是不那么典型；如棱柱状

石核打片技术在峙峪遗址中也可以见到 [91]；更有意思的是，水洞沟遗址近些年的发掘与

研究显示，取代那里近似欧亚大陆西侧石叶工业的是华北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 [92]。把石

器技术与人种相联系是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早已证伪的假设。

细石叶工艺作为一种人类所用的技术，跟人类所用的其他技术一样，都是解决问题

的途径，它的存在与相应的问题有关。与此同时，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它的蔓延并不依赖

人群的迁移，通过个体流动、语言等也能够实现，它的传播速度远快于人群的迁移。同时，

技术是可能被反复发明的东西，我们已知的陶器、金属冶炼、动植物驯化等都曾在不同地

方独立起源，并不需要依赖传播才能出现。因此，第二个假设技术的起源地必须靠近技术

元素的来源地也是不成立的。

最后，技术的涌现与技术元素的来源实际是两个问题，即便是大部分技术元素来自

欧亚大陆西部，与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也不矛盾。边缘地区出现技术发明在人类历史上

并不罕见，比如农业的发明
[93]。而路径依赖假设实际上同时假设了其他地区的人类群体

没有发明能力。

也许我们可以把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革命”[94] 相比。于后者而言，农

业相继在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起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如陶器、磨制石

器、定居、农作物种植、动物驯化等出现的时间与地区也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距

今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地区突然出现了兴隆洼、磁山、裴李岗、后李、大地湾、老官台

等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这就是“涌现”（emergence）[95]。我们解释新石器时代的起源

固然需要关注各种关键要素的渊源，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时代的出现。细石叶工艺的起源

同样如此，技术构成元素的起源与作为整体的技术的涌现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的

探讨通常是分散的，后者才是我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某个或某些技术元素的起

源问题等同于细石叶工艺整体起源的问题。细石叶工艺作为一个技术整体，并不是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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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简言之，技术元素的外来渊源与作为整体的细石叶工艺本土涌现并不矛盾。

技术元素论掩盖了考古发现的事实，首先是西伯利亚地区细石叶技术的大规模出现

在末次盛冰期之后 [82]，末次盛冰期时这里曾经有段时间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14C 年代出

现大约两千年的空白 [96]。末次盛冰期之前细石叶工艺曾经零星出现，这一点跟华北是类似

的，石叶与细石叶随着 MIS3 阶段的结束而到来，华北地区目前发现了一批这样的遗址 [97]。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西伯利亚、日本、华北、华南都出现了陶器。存在

类似的文化特征用传播来解释是说不通的，而更可能反映了类似的文化适应变迁。

3.3 功能适应论

这种观点是从细石叶工艺的功能也就是文化生态适应的角度来解释其起源。细石叶

工艺作为一种石器技术，其目的是为了制作工具，解决古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细石叶

工艺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细石核与细石叶，以及为了生产它们所产生的废片。其中的细石

叶产品具有相对一致的大小、形状，属于标准化的产品，适用范围广，可以镶嵌到骨角柄

上，制作成不同的工具，便于维护；这种工具结合了有机工具的弹性好与石质工具坚硬锋

利的优点，避免了有机工具硬度不足、石质工具易碎（尤其是低温情况下）的缺点；细石

叶极其轻便，非常有利于携带，十分有利于流动性高、任务不确定的群体 [7]，基于用途、

运输成本与失败率来考虑，较为细小的细石核甚至更有效率 [98]。

尽管知道细石叶工艺有这些优势，研究者在确定细石叶工艺起源时代与地域方面仍

然存在不同看法。如 Goebel 认为细石叶工艺起源于蒙古东部地区，因为末次盛冰期时，

原来生活于西伯利亚地区的人类不得不南撤至此，在一个较为边缘的环境中细石叶工艺起

源 [77]。另有研究者认为，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与猛犸象的灭绝，优质原料（象牙）减少相

关 [99-100]。新资源如鱼类的利用，也可能产生这类技术 [101]。

笔者曾经根据细石叶工艺的上述特点，认为它最适合流动性高、任务不确定的环境，

而这样的环境多位于生态交错地带 [67]。由于“森林边缘效应”的影响 [102]，森林草原这样

的生态交错带，具有森林与草原两个生态地带的资源，但是犬牙分布，容易受到气候波动

的影响。这样的地带最需要细石叶工艺这样的技术，而在末次盛冰期前后，随着气候变冷，

西伯利亚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中国东北地区也变成部分为苔原，部分为苔原 - 草原

环境，初级生产力非常低，森林草原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 [103]。正因为如此，笔者提

出细石叶工艺应该起源于华北地区。提出这一假说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一系列稍早于末次

盛冰期的华北含细石叶工艺遗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假说得到了后来考古材料发现的

支持。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地理过渡带地区仍然流行细石叶工

艺，无疑与这里仍然保留的狩猎生计方式密不可分。

但是生态适应论基本没有考虑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进入新石器时代之

后，如辽西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定居与农业，但是细石叶工艺的技

术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白音长汗发现的细石核可以长到近 8 厘米 [23]，新乐遗址

出土直接用细石叶制作的箭镞 [104]。一种可能是因为有了农业之后，群体中部分以狩猎为

生的人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这种生计，用狩猎产品去交换农产品，成为专业化的狩猎者，因

此，细石叶技术能够更臻完善。这似乎符合农业起源乃是为了更好地狩猎的观点 [10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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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只有这个地区而不是所有其他地区都有同样的反应呢？这其中是否有社会与文化因素

的影响不得而知。也就是说，生态适应论不能揭示同一技术范畴之内存在的形式多样性。

从民族考古学上可知，技术程序会还会受到文化传统、社会情境等因素的影响 [36]，仅仅

是生态适应论并不足以回答所有的问题。

5 细石叶工艺起源背后的机制问题

我们研究细石叶工艺起源不能仅仅限于这项技术本身，它实际涉及到旧石器考古学

科两个基本问题，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一是如何去定义石器技术的变化；二是变化的

机制。于前者而言，旧石器考古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建立起来技术 - 类型学的方法，

来定义石器的特征。但旧石器考古并没有一套通用的技术 - 类型学体系，即便把某一体

系推行于全世界，也会因为原料差异，研究者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而结果迥异。拿

Clark 的五个模式来说 [106]，这是从最广泛意义上对石器形态的划分，但是即便如此，我

们注意到，Clark 的分类高度依赖若干关键技术标本的定义，如两面器、勒瓦娄哇技术、

石叶技术等。最初对这些技术的了解都来自于欧洲，所以他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

中心论的倾向。同时，考古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石器生产是一个缩减过程，不同阶段形态

不一致 [107]；石器形态并没有完成时，成型工具随时可以改作他用或是改制成其他器物，

“完成器物谬误”（finished artifact fallacy）存在于石器分类学中 [108]。

就石器技术的变化机制而言，我们主要通过石器的形制特征来判断石器技术，从狭

义上说，石器的形制特征取决于所用的原料、技术、使用（包括修理在内），广义上去看，

就会发现石器技术的变化受制于更广泛的因素，如环境条件、生计活动类型（以狩猎为主

还是以采集为主）、社会组织方式、乃至仪式与意识形态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原料的质地与供给状况会影响到施加的技术与可能的使用，任务需要会影响到原料与技术

的选择，技术的发展同样会影响其他两个方面。但是，在技术 - 类型学体系的权重上，基

本忽略了原料与使用的重要性，而是假定世界不同地区应该具有相同的原料属性与供给水

平。同样，它也假定石器使用上没有地区差异，因此，石器的形制特征最终都由技术的发

展状况来决定，而技术同时标志人类种群的进化水平与文化传统。

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狩猎采集者不同季节的活动会留下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如

Thomson 对澳洲土著的观察 [109]。1960 年代宾福德在分析欧洲莫斯特石器组合中也注意到

不同类型的生计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器物组合的构成 [110]，这导致他与博尔德之间著名的争

论，也就是“莫斯特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宾福德开启了对阿拉斯加的努那缪提人

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111]，这项研究带来理解石器遗址结构 [112]、技术组织 [113] 以及相关行为

模式 [114] 的新途径。然而，莫斯特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它在根本上涉及到功能与风

格（形制）的二元对立，这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石器的形制特

征与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相反，以技术 - 类型学为中心的旧石器考古学更侧重石器的形制特征方面，相对忽视

原料与使用状况。这种源自 19 世纪后半叶的方法，让旧石器考古摆脱了对地质学与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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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的依赖，考古学家由此可以通过石器组合本身来确定年代。与之同时，它也带有那个

时代的烙印，即以传播论为基础来解释技术 - 类型的变化。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形成的、流

行于新石器 - 原史考古中“考古学文化”的解释一样，相似性必然意味着传播，早晚关系

变成了因果关系。当代考古学家将之统称为“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宾福德曾经将这种依

赖传播的解释称为“涟漪论”，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涟漪扩散开来 [5]。这样

的解释假定相似性等于关联，同时假定技术等于人群，技术的扩散等于人群的扩散。这种

以 19 世纪方法解决 21 世纪问题的研究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 [115]。 

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是难以证明的。以石器的细小化而论，早者六七万年前就出现于

南非的 Howeisons Poort，晚者澳大利亚不过距今四五千年，时间相差十分悬殊，没有理

由将之归因于传播。人类历史上同一技术被反复发明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陶器、磨制

石器、驯化等这些代表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就曾反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发明。即便是存

在技术的传播，它并不需要依赖人群的迁移，偶尔的接触、展示、乃至于语言都可以导致

技术扩散。把技术等同于人群更是危险，其暗含的前提是仅仅某些人类群体具有创造力，

而其他群体则不拥有这种能力。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每个人群都可以有自己的发明。

石器技术的传播与陶器风格的传播很容易混淆，导致一种误判：既然陶器风格可以传播，

为什么石器技术不可以呢？需要注意的是，陶器的装饰风格属于前文 Sacket 所说的图像志

风格，或者 Wiessner 所说的“断定风格”，用以标识群体的范围。然而，这种风格的分布

范围较为局限，持续的时间多以百年计，长者也不过一两千年。相比而言，石器技术通常

缺乏如陶器那样的风格，如 Clark 所定义的五个模式，分布范围跨越大洲，时间范围跨越数

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如果还采用“文化传统”一类的说法，无疑是非常不合适的。

当我们从石器技术的变化机制来审视细石叶工艺的起源，就会发现从传播论的角度

来解释是不成立的。对考古学家来说，为什么细石叶工艺起源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而

不是仅仅满足于知道其起源的年代与区域。同样，仅仅从环境变化的角度来解释细石叶工

艺起源同样过于简单，环境变化是一直存在的现象，长期的变化并不一定比短期变化更可

能导致技术变迁，因为人类更可能适应长期的缓慢变化而难以应对突然的改变。我们需要

远比这些解释更充分的理论视角。

我们有关石器技术的变化机制研究是一个推理过程，它是具有不同层次的过程，类

似于 Hawkes 所说的“推理的阶梯”[116]，在低层次如生计技术上推理较为容易，而上升到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则更为困难。从石器技术的变化机制而言，至少可以分为环境、生计、

社会、意识形态四个层次。它们与自下（考古材料）而上（理论）的归纳推理及自上而下

的演绎推理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分层 - 关联的网络 [117]。另外这个推理过程还包括运用从

狩猎采集者民族考古、实验考古、乃至历史考古（如直接历史法）所获得的普遍性认识，

也就是所谓的中程理论，它属于类比推理。这种研究途径常给人一种误解，认为考古研究

者在利用今人去推知古人，是不可靠的。实际情况是，中程理论获取的是原理性的具有普

遍意义的东西，考古材料所代表的是特殊的古人活动，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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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理论研究的意义是反思既有研究、引导未来的研究。通过反思，尤其是对立论前提

的剖析，发现存在的不足；通过理论的构建，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忽视理论研究的结果

是让研究立足于虚弱的前提之上，结果是沙上建塔。一旦理论前提被证伪，所有立足其上

的研究都有崩盘的危险。没有理论是完美的，每个理论都有其立论的前提。一定时期，前

提可能是先验的，但不等于永远不可以检验。考古学学科的重大进展都与基本前提的更新

密不可分，理论前提的反思正是驱动学科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理论也是考古实践的产物，

不能简单用先进与落后来形容理论，每种理论有其应用的层次与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与超越研究范式的边界去回答问题有关。		
细石叶工艺起源是最近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极为热门的问题，新的材料、新的方

法与新的视角都在不断涌现。面对学科的迅速发展，建立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的任务变得

十分紧迫。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研究所立足的

前提、所遵循的范式，制订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目前在文化历史、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

的范式中都可以开展研究，其中后两个范式的研究应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今后的发展方

向。这不是否认石器技术 - 类型学的重要性，它依然是石器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莫斯特难

题解决之前，与其陷于原地，不如去拓展新的研究道路。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正提

供了这样的可能。除此之外，当代考古学还有其他一些范式，如进化论、能动性等范式，

代表考古学理论领域多元化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石器研究领域正在发生的认知 -
社会转向表明考古学研究正在逐渐摆脱强调生计 - 环境的研究，走向更强调社会内因、深

入到思维领域的研究。我们有关细石叶工业起源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综合运用归

纳、演绎与类比推理，在分层 - 关联的推理网络中寻求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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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retrospection on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CHEN Shengqian, YE Canyang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MT) is a hot issue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of China. Although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bout MT, the 
theoretical basis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yet. This work reexamined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related to MT, clarified the assumptions about the studies on the origin of MT, and analyzed the 
innate problems in them. It suggests that the explanation from diffusionism cannot sufficiently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origin of MT. Meanwhile, the emergence of MT does not equate with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that compose of MT, since these factors could have appear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reas. Furthermore, we cannot separate the emergence of MT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l mechanism in the changes of lithic technologies. Finally,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unavoidable restrain from paradigm in which researchers situate themselve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be clear on the limit of paradigm and the assumptions on which research is 
made, and expand the boundary of ou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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